
 

东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镇” 

—古越族向岭南迁徙的一个例证 

郑小炉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通过对主要分布在古代越族地区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器物—镇的研究，揭示了其发展演变和分布规

律。在此基础上，并结合文献资料的记载，推测在战国中晚期，越族中的一支曾经有一个从浙江东北部向

岭南迁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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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先秦两汉时期百越民族的迁徙与文化交流，一直是研究古越族文化不可回避的重要问

题，相关文献的匮乏甚或相互矛盾，也阻碍了对这一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而同时，

大量的考古发现则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本文即在对古越族分布地

区出土的一种特色器物—镇—的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迁徙活动作一种尝试性的探索。 

 

一、镇的命名 

在吴越和百越为主体的地区，出土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器物，它们主要分布在广东

西部和浙江东北部，另外，在江苏南部和湖北的个别墓葬中也有零星的出土。该类器物的基

本特征为：器体绝大多数呈近半球形，略扁，多有纹饰，个别为素面，顶部有钮和活动的环，

平底，腹部中空或灌有铅块，质地有铜质和原始瓷器、陶器、玉器等不同的材质。对于这类

器物，目前尚无统一的定名，有人根据其外形直接名之为圆球形器
[1]
，有的称其为坠

[2]
，也

有的呼其为铃或铃形器
[3]
，有的叫作权或权形器

[4]
；，还有人称之为镇

[5]
，定名的混乱反映了

人们对其功能认识的模糊。孙华在《半球形器用途考略》
[6]
一文中排除了其他名称的可能性，

肯定了“镇”的命名，并进一步论证其为压席之器，与汉代的铜镇形不同而作用相同。周燕

儿的《对绍兴出土战国权形器的思考》
[7]
也阐述了这一观点。 

我们看到，除了上述各种半球形器外，1972 年在广东肇庆松山北岭发现了 4 件所谓的

“方形器”，除了器体为方形外，总体结构与半球形器一致，上部都有纽和环，器体布满纹

饰，底平，器中灌铅柱，大小也相去不远，并且也是 4 件成组出土，作者认为其为某种器物

的一部分
[8]
。从该类器物的形制和出土情况来看，应该是和所谓的半球形器在功能上是一致

的。因此，仅仅根据外部形状来命名是不合适的。而这种器物与铃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
[9]
。

铜坠的命名显然没有什么证据。从这类器物的形制上来说，与秦权是最为接近的，然而从其

出土情况来看，我们看到，除了个别遗址外，绝大多数遗址中，该类器物都是成偶数出现，

尤以 4 个同出最多。而且，在出土情况比较明确的如曾侯乙墓
[10]

、松山北岭墓等，4 个此类

器物摆放的位置近成梯形或长方形。而绍兴印山越王陵出土的 19 件玉质该类器物中，除了

一件发现于盗洞扰土中外，其余 18 件均发现于中室，有的见于南北两侧的挡坎上，有的则

发现于靠近挡坎内侧的底面上。在中室的东北角发现有两处竹席或竹编痕迹，在此之上还压

着两个此类器物。从其分布的情况来看，排除盗墓者的扰乱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基本



上呈长方形紧贴着墓壁分布于中室的东部
[11]

。这些现象都与周文所分析的压席之镇更为接

近。而且，多数铜质器上华丽的花纹，尤其如曾侯乙墓所出上装饰的精美的浮雕龙纹，具有

强烈的装饰性意味，也显示了该类器物的不同寻常，与讲究实用精密的权相去甚远。因此，

我们认为，这类器物的功能基本上是清楚的，应该是作为镇来使用，或者即是压席之镇。当

然，在有的墓中，虽然也未被扰乱，但从其组合和分布位置来看，似于与镇的功能相去甚远，

如在四会高地园遗址仅出土一件，简报中说该墓葬未被扰乱；在淮阴高庄墓中，出土了 6

件，均放置于一个大铜鉴中，对此，周文也未作具体的解释。我们在后面将对此作出相对比

较合理的推测。 

 

二、形制与年代 

在出土的各类镇中，原始瓷和陶质的镇应当是仿照青铜镇而制作的，因此，我们主要

根据青铜镇和玉镇来判断其年代和发展演变的过程： 

1、1972 年肇庆北岭松山墓出土铜镇 4 件，整体呈方形，上部有纽和环，四周饰雷纹。

器中灌有铅柱，下部也有铅皮，长宽高均为 6.3 厘米。该墓的年代一般认为是战国晚期到秦

汉时期，黄展岳
[12]

、李龙章
[13]

认为是南越国墓。该墓出土的铜 II 式鼎、附耳筒、陶瓿、陶

罐和陶盒等器物则与广州秦与西汉早期墓所出相近，而铜三足盘、提梁壶、罍等则具有明显

的战国特点，同时，该墓不见有常见于两广汉墓的陶壶、钫、鼎、盒等器物，因此，将该墓

定为战国秦汉过渡时期是比较合适的。 

2、1974 年广东四会县龙江高地园 M1 出土铜镇 2件，为大半个圆球体，顶部有环和纽，

其中一件纽下和近底处饰一周雷纹，中段呈瓜棱状，高 6.8，腹径 8.6 厘米。另一件纽下也

饰雷纹，中部和近底处为两周云雷纹。该墓的年代简报作者认为当在战国早中期
[14]

，而李文

认为当晚在秦汉之际。该墓出土的匏壶与德庆落燕山墓
[15]

所出形制一致，后者的年代当在战

国中期
[16]

。而与广州早期汉墓的匏壶有着较大的区别
[17]

，其他诸类器物与广州汉墓的同类

器物也明显不同，其年代应至少在战国晚期之前。而该墓出土的铜镇则与淮阴高庄战国墓的

铜镇非常接近。鉴于该墓出土的器物与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西汉早期的器物都有着一定的

相似性，我们认为，该墓的年代可能在战国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 

3、1977 年在广宁县铜鼓岗 M14 出土铜镇 1 件，器体为大半个圆球，顶部半环纽，纽

穿圆环，器内顶部灌铅块加固，底边内收。纽周饰涡纹，主体为三组凤纹，近底饰一周 S

形云纹，通高 5.2，底径 6 厘米
[18]

。该墓的年代，简报认为当在战国晚期，李文定在西汉早

期。从出土的器物来看，该墓的年代定在战国晚期是比较合适的。 

4、1978 年在淮阴城南乡高庄村墓出土 6 件，铜铸外壳，内充铅锡，整体球形，平底，

顶有环纽，纽四周及底缘饰云雷纹，球面饰直条瓦棱纹
[19]

。该墓的年代，原报告定在战国中

期前后，朱凤翰以为是为战国早期
[20]

，王厚宇认为当在战国早中期
[21]

。从该墓出土器物的

形制和纹饰来看，将其定在战国早中期时是比较合适的。 

5、1977 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4 件，大小、形制、纹饰均同。呈半球形，中

空，平沿，定有衔环，龙形纽，面部雕着八条浮雕状的龙龙身饰鳞纹，龙与龙之间空隙处有

十四个高出盖面的小圆圈，圆圈内原有镶嵌物，已脱落。高 8.0，直径 11.8 厘米，重 1.25

公斤。该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
[22]

。 

6、1995 年在绍兴福泉镇洪家墩村猪头山坡出土 3～4 件，仅一件可以复原，器身呈半

圆形，较低矮，铜铸外壳，内灌铅、锡类渣质，顶面饰宽凹弦纹两周，中央为勾连粗云纹，

腹部铸宽凹龙纹 8 条，分上下两组，以梭形纹界格，高 6，腹径 8.9，底径 8 厘米
[23]

。周文



认为其年代当在战国晚期，与广宁铜鼓岗相似。从该器的纹饰来看，这种顾首龙纹加梭形界

格的纹饰，在楚国青铜器中常见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器物，如淅川下寺 M2：54 铜鉌表面

纹饰
[24]

。因此，此器的年代最晚当在战国早期。 

7、绍兴印山大墓 M1 出土玉镇 19 件，其中有 18 件出土于墓室内，1 件发现于盗洞内。

形制、纹饰和质地都相同，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表面通体抛光，整体呈馒头状，实心，顶面

呈弧形隆起，上有一扁圆形小纽，纽上横穿细孔。器体有一周八条纵向的折棱，将其分为八

等分的区域，底平。器身通体阴刻细勾连卷云纹。该墓的年代一般认为在春秋晚期
[25]

。 

在上述器物中，年代最早的当属绍兴印山大墓出土的玉镇，可以确定在战国早期的有

随县曾侯乙墓和绍兴福泉镇洪家墩出土的铜镇，年代稍晚属战国早中期之时的有淮阴高庄出

土的铜镇，战国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的四会高地园 M1，稍晚的有广宁铜鼓岗 M14 出土的铜

镇，最晚的为肇庆松山北岭出土的方形铜镇。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铜质和玉质镇的主要形

状为顶面弧度比较平缓，然后腹部中间有个突然内收的部分，形成一个肩部，整体近乎大半

圆形，个别的如曾侯乙墓出土的为半圆形，而在肇庆则出现了方形铜镇。这类器物由于出土

较少，而且分布的地域比较广泛，其具体的形制演变过程目前来说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

仍然可以看到其大致的一个发展过程。如在最早的时候器体饰勾连卷云纹，战国早期时出现

了浮雕龙纹或者是梭形界格纹与宽浅顾首龙纹的组合，战国早中期的时候出现了瓜棱纹布满

全身的装饰，也有以云雷纹为主体的纹饰，但在这之前其总体的形制并没有多大改变，器身

相对都比较高。到了战国晚期，出现了细线凤纹为主体的装饰，并且器形明显较以前为扁。

再稍晚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方形、满饰雷纹的铜镇。 

明确了铜镇的发展趋势，我们就可以此为基础，并结合伴出的器物，进一步对原始瓷

镇和陶镇的年代和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原始瓷和陶质镇均发现在浙江地区，有明确器物组合

者共四处： 

     1、1983 年海盐县长川坝乡丰山村一土坑内出土 2 件原始瓷镇
[26]

，其共出的器物多具

有战国早期特征，如其中的原始瓷盅、印纹硬陶坛、罐等器物都与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
[27]

、陈元甫《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试论》
[28]

文中所分的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同类器相似，

錞于也被刘建国
[29]

定在战国早期。 

2、余杭宗贤 M1 出土 6 件原始瓷镇
[30]

，该墓出土的器物中，束腰鼎、附耳鼎、甬钟等

器物与海盐丰山村土坑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年代当一致。 

3、1989 年绍兴县平水镇上灶村东首土墩墓出土 2 件原始瓷镇
[31]

，该墓出土的原始瓷

盅似于海盐丰山村，兽面鼎则与余杭宗贤 M1 所出相似。但该墓出土的镇与淮阴高庄墓的铜

镇最为接近，年代可能略晚。  

4、慈溪 M6 出土了 4 件泥质陶镇，该墓的年代一般认为当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32]

。 

从上述几处出土的镇来看，其形态多为器体较高的大半球形，顶部的弧面相对较为平

整，到了中腹部基本上都有一个突然内收的部分，形成双肩的形状，年代上也基本上为战国

早期或略晚。可见，原始瓷质和陶质的镇在形态上与铜镇基本保持一致。 

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另外几批没有伴出器物的原始瓷镇的年代了。1990 年绍兴平水

镇上灶村村后小山坡土坑墓内出土的 4 件原始瓷镇，其形状与该村的东首土墩墓所出最为相

象，年代可能在战国早中期之时。1960 年绍兴城关镇西施山出土的原始瓷镇，形态上与余

杭宗贤 M1 所出相近，器体较高，年代当在战国早期。绍兴市征集的 4 件原始瓷镇，其形态

与海盐丰山村所出非常接近，年代大致相当，为战国早期。 

 



三、族属及其起源和传播 

目前出土的这些镇，主要分布在浙江东北部以绍兴为中心的杭州湾地区和广东西部地

区，尤其又以前者居多。在此范围之外，仅在随县曾侯乙墓和江苏南部的高庄墓有所发现。

绍兴地区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时为越国的中心地区，一般认为其族属即为百越之首的于越
[33]

。广州西部地区，有人认为为古西瓯之地
[34]

。蒋廷瑜更进一步认为广宁铜鼓岗、肇庆松

山等遗址即为西瓯族遗存
[35]

。也有人认为该地先秦西汉时期的古代民族当为“苍梧”，也为

越人的一支
[36]

。甚至还有人认为骆越有两支，一支即为西瓯骆越（瓯骆），另一支为秦象郡

之骆越，而上述之地属瓯骆
[37]

。总之，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无法否认其作为百越一支的属性。

淮阴高庄战国墓墓主原报告认为无法断定为楚人、越人还是徐人，王厚宇则认为当属越人
[38]

。

从该墓出土的器物来看，铜鼎、鉴、盉、盘等器物与吴越地区出土的同类器非常接近，而且

铜鼎、盘和盉器盖和器身上所饰的云雷纹也常见于吴越地区，如苏州虎丘
[39]

出土铜鼎的器盖

和腹部纹饰与其完全相同。可见，该墓即使不是越人墓，也是深受越文化的影响。至于随县

曾侯乙墓，从其随葬品来看，是为楚文化系统，但其文化也受到周边地区如吴越等地的影响。

而且，在该地发现铜镇者仅此一例，可见，这些器物也当是受越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同时，

该墓出土的铜镇，在形状上与他处有较大区别，因此，这种影响应该不是输入性的，而应是

受越文化习俗影响后在当地铸造的产品。这样，我们首先就确定了镇是原产于越文化的，为

其一种特征性器物。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为什么在与各种质地的镇相对比较密集分布的于

越腹地相去甚远的广东西部地区也有着一定数量的发现，而这之间的地带迄今尚无所发现。

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于越地区发现的镇不仅种类繁多，包含有玉质、铜质和原始瓷质及陶质

的各种形态，而且其年代普遍较早，最早的目前发现为春秋晚期，最晚的也在战国早中期，

而尤以战国早期和早中期之时发现甚为丰富。而在此之后，该地再也不见镇的踪迹，似乎是

在突然之间便消失殆尽。而与此同时，在相距数千里的广东西部的四会高地园又发现了该类

器物，并且一直延续到秦汉之际。而且，该处发现的铜镇，较早时其形状与于越地区的同类

器基本一致，而在稍晚的时候即在战国晚期以后，形态开始发生变化，明显变扁矮，最后到

秦汉之际时又变成了方形。再从出土的情况来分析，于越地区出土的该类器物在有明确出土

情况的墓中多处均为 4件，而在广东西部地区早期时为 1件或两件，到了晚期，才有了比较

完整的组合。根据以上现象分析，我们认为，镇的原产地当在浙江以绍兴为中心的杭州湾地

区，从其出土的地域来看，这类器物并没有普遍分布于当时的越国境内，应当是于越族中的

一支的特色器物，越国强大的时候影响到了苏南地区和湖北的个别地区。到了战国中期以后，

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威王（七年，前 333 年）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

取吴越故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

海上，服朝于楚。”后世学者多认为此后于越的一些支族沿海南迁，分别在灵江、瓯江、闽

江一带建立东越、瓯越、闽越等小国。法国人鄂卢梭则认为：“纪元前 333 年，（楚）灭了

越国，拓地至于浙江（水名）。越人乃因此役以后，始往中国南海沿岸迁徙。”“这些南迁

的越人，先在浙江南部同福建建立东越。”“其余的远徙到广东同广西的北部，他就是建立

了南越的那些部落。”“最远的到了广西南端，广东西南境，东京同安南北部，这就是越种

的西瓯或骆民。”
[41]

虽然蒙氏对此说大加批判，但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于越人的一支因楚越

战争而往西南迁至广东西部也是极有可能的。刘波在《岭南地区东周青铜器分群研究》一文

中将两广地区东周时期青铜器分为长方銎斧钺群和椭圆銎斧钺群两个大群，并认为他们“代

表着东周时期分布在岭南地区的两支不同的文化。”前者又可以分为 A型短剑亚群、长剑亚

群和混合型亚群三种，认为其中的长剑亚群若干青铜器原产地在吴越地区，陶器也与吴越地

区所出的部分陶器关系密切，最终得出“该文化的源头在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的结论。
[40]

而广东西部也正是长剑亚群和混合亚群的分布区域。除铜镇外，四会高地园 M1：17 釉陶缶

与浙江江山大溪滩乡大夫第 M：8 原始瓷罐
[42]

、上虞凤凰山 M144：1 的瓷瓿
[43]

基本一致，高

地园 M1：20 硬陶钵与绍兴凤凰山 M2：24 小罐
[44]

非常接近，该墓出土的碗和盏也常见于越国

地区。广宁铜鼓岗 M14 出有长铜剑，为典型的吴越式铜剑，该墓出土的 II 式铜短剑除长度



略短外，形制则与吴越式铜剑一致。松山北岭的年代明显较其他组为晚，因此在器物形制与

组合上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该墓的方形铜镇和长铜剑应当也是受到了于越文化的影响的。 

这样，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镇是春秋战国时期越

人的特色器物。其原产地当在浙江以绍兴为中心的杭州湾地区，是生活在越国腹地的越族的

一支在春秋晚期创造使用，并大量流行于战国早中期的一种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物。更进一

步的说，它们极有可能与越国王族关系比较密切。在越国强盛时期，曾经影响到了周边地区。

越国败于楚后，使用镇的人群将其带到了广东西部地区，这时期及稍晚时期在广东西部发现

的镇应当是直接从浙江带过来，而不是当地的产品，因此形态上与后者基本一致，而且最早

出有铜镇的高地园 M1 与越国地区出土器物的相似程度也是最高的。但随着这些人群与当地

越人的融合，这种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持。因而，该地发现的镇不仅数量少而且不成规

律，墓中出土的器物组合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而到了秦汉之时，其形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

变，这表明他们已经是受到了用镇习俗的影响而于本地铸造的产物了。此后，随着这些人群

完全融入到了当地越人中去，这类器物也最终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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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Zhen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sou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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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a kind of characterized implements named Zhen, which is distributed 

mainly over the area where the ancient Yue nationality resided, we revealed the law of its evolution and 

distribution. On this basis and with the related records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infer that in the 

medium and later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a branch of the Yue nationality had moved from the northeast 

of Zhejiang to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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